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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出“宗人”諸器所反映的
西周宗族關係
韓　 巍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新見流散西周青銅器中，有一組與名爲“宗人”的
貴族相關的銅器，包括宗人簋兩件、伯或父鼎（作器者實爲“宗
人”）一件、叔安父簋一件、孝簋一件、叔友簋兩件。這組銅器年代
在西周中期後段，銘文内容涉及西周世族的内部結構以及大、小
宗之間的關係，十分重要。銘文記録“伯或父（伯氏）”、“凡姬”和
“叔安父”先後賞賜“宗人”和“孝（叔友）”，或爲他們製作祭器。
本文首先分析銅器銘文中記録的人物關係，指出“伯或父”爲該家
族大宗宗子，“凡姬”爲其夫人，是出身“周公之胤”凡氏家族的女
子。“叔安父”應爲“伯或父”之世子。“宗人”是“伯或父”的小宗侄
輩，“孝（叔友）”則是“宗人”的親兄弟。由此可見，西周時期世族内
部的大宗和小宗之間保持着嚴格的宗法關係，在政治、經濟和祭祀
等諸方面，小宗都服從於大宗，並從大宗獲取資源支持。而且大宗
宗子的夫人（宗婦）和世子（法定繼承人）都在族内享有一定的支配
權。這些都深化了我們對西周家族形態和宗法制度的認識。
【關鍵詞】西周　 “宗人”　 諸器　 宗族關係　 宗法制度
宗人簋是近年新公佈的私藏銅器，最早由曹錦炎撰文介紹給學界①。
① 曹錦炎：《宗人簋銘文與西周時期的燕禮》，載於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３１ 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１６
年版，第 １０１—１０９頁。據該文介紹，宗人簋有甲乙二器，甲器（即《銘圖續》０４６１）完好，但銘文
漏鑄 １字；乙器殘損嚴重，脱底，銘文鏽蝕較重（僅有不清晰的照片）。
吳鎮烽編輯的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》①，除收入宗人簋（《銘圖
續》０４６１）之外，還收録了與宗人簋有密切關係的伯或父鼎②（《銘圖續》
０２３１）、叔安父簋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４０）、孝簋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４１）、叔友簋（《銘圖
續》０４３４ ４３５）等五件銅器③，均爲流散的私藏銅器，本文合稱爲“宗人”諸
器。目前學界關於宗人簋的討論，主要集中於銘文中的宴饗禮樂制度及個
别疑難字詞的考釋，對於銘文所涉人物關係似關注較少。實際上，“宗人”
諸器銘文中出現的主要人物“伯或父（伯氏）”、“凡姬”、“叔安父”、“宗人”
和“孝（叔友）”分屬同一家族的大宗和小宗，銘文生動反映了西周時期貴族
宗族内部大小宗之間的關係。本文試圖在理清“宗人”諸器人物關係的基
礎上，對銘文反映的西周貴族家族形態加以探討。
宗人簋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６１，圖 １）形制爲斂口圈三足簋，獸首半環形耳，圈
足下接三個較瘦高的獸蹄形小足；簋蓋邊緣有明顯折棱，折棱以下素面無
紋，蓋頂和腹部飾瓦紋，蓋緣和口沿下飾獸面紋分解而成的竊曲紋。宗人
簋的外形顯得較瘦高，其年代宜定於西周中期偏晚階段。其銘文曰：
　 　 唯正月初吉庚寅，伯氏召溓（祭）伯飤洓 。内（納）樂，伯氏命
宗人舞。宗人衣（卒）舞，溓（祭）伯乃賜宗人 （祼）。伯氏侃宴，乃賜
宗人干、戈；干五■（鍚），戈琱■、厚必（柲）、彤■；僕五家，厥師曰
“學”。宗人拜稽首，敢對揚王（皇）父之休，用作朕文母釐姬寶簋，其萬
年子子孫孫，其永寶用。④
宗人簋銘文敘述“正月初吉庚寅”這一天，“伯氏”邀請“溓伯”到家中
飲宴。“溓”字銘文作“ ”，下部從“水”，上部象手持二倒矢之形⑤。西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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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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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鎮烽編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》（以下簡稱《銘圖續》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
２０１６年版。下文引用此書所收青銅器銘文資料，直接在器名之後用圓括號標注“《銘圖續》＋
器號”。
此器之作器者實爲“宗人”，故下文稱之爲“宗人鼎”。
宗人簋載於《銘圖續》第 ２册，第 １６６—１６９頁；伯或父鼎載於《銘圖續》第 １ 册，第 ３００—３０１ 頁；
叔安父簋載於《銘圖續》第 ２册，第 １１２—１１３ 頁；孝簋載於《銘圖續》第 ２ 册，第 １１４—１１５ 頁；叔
友簋爲形制、銘文相同的甲、乙兩器，載於《銘圖續》第 ２册，第 ９６—１００頁。
本文引用銅器銘文一律採用寬式釋文，常見字直接寫爲通行字，不作嚴格隸定和括注。
嚴格説來此字不應隸定爲“溓”，此處爲免造字，姑從舊釋。
　 　
圖 １　 宗人簋（上左）及其器銘拓片（上右）和照片（下）
早中期之際有“溓公”，見於 W 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６５９、《銘圖》０２２２５）①、■鼎
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４０ ２７４１、《銘圖》０２３６５ ２３６６）、厚趠方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３０、《銘
圖》０２３５２）等銅器銘文。李學勤據郭店簡《緇衣》所引《祭公之顧命》，認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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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下文所引銅器銘文資料，凡著録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北京：中華
書局 １９８４—１９９４年版）者，直接在器名後用圓括號標注“《集成》＋器號”；凡著録於吳鎮烽編《商
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）者，直接在器名後用圓括號標注
“《銘圖》＋器號”。兩書重複著録者則同時標注。
過去學者釋爲“溓”的這個字其實是“彗”，假作“祭”，金文中的“溓公”就是
文獻中的“祭公”①。近年陳劍進一步指出，此字所从的手持二倒矢之形應
釋爲“疌”，與“祭”音近相通②，解決了字形分析上的扞格不通之處。昭穆
之際金文中的“祭公”有可能是昭王二次南征時與其同死於漢水的那位祭
公，也有可能是《逸周書·祭公》篇的祭公謀父，生前稱“公”説明他曾任王
朝卿士，地位較高。祭氏爲“周公之胤”，乃姬姓世族。祭公謀父之後，祭氏
似乎走向衰落，西周中期後段至西周晚期的銅器銘文中罕見祭氏族人的身
影③。近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■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２５８）銘文記録周王對
“■”的册命，其“右者”爲“祭叔”④。■簋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的恭懿時
期，與宗人簋接近，因此其銘文中的“祭叔”可能是宗人簋的“祭伯”之弟，或
其小宗之族人。祭氏的小宗既然能在册命儀式中擔任“右者”，其大宗的地
位應該也不會太低。宗人簋銘稱“伯氏召祭伯”，從“召”字的使用可以看出
“伯氏”的地位比“祭伯”更高，其家族應該有相當大的勢力。
當宴會進入奏樂的環節，伯氏命宗人獻舞。宗人舞蹈完畢，祭伯賞賜
其“祼”———應即行祼祭時所用之鬱鬯及酒器。伯氏也在宴會之後賜給宗
人干、戈等兵器，以及臣僕五家和管理他們的長官———名叫“學”的“師”⑤。
宗人於是“對揚王父之休”，爲“文母釐姬”製作了這件寶簋。“釐姬”爲宗
人之亡母，出身姬姓家族的女子，“釐”爲其謚號。“王父”這一稱謂，金文中
多與“王母”連稱，“王”可讀爲“皇”，是一種寬泛的美稱。陳絜、李晶指出，
“王父”除指生父外，還可指代生父之外的父輩，如■鼎（《銘圖》０２４３９）銘
文的“王父”就是指■的伯父⑥。而“伯氏”在西周金文中多是對大宗宗子
的稱謂。田秋棉由此認爲宗人簋銘的“王父”指的就是前文的“伯氏”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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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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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李學勤：《釋郭店簡祭公之顧命》，載於《重寫學術史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，第
４１—４５頁。
陳劍：《釋“疌”及相關諸字》，載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
字研究》第 ５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，第 ２５８—２７９頁。
參看韓巍：《西周金文世族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 ２００７年，第 ５２—５４頁。
另有一件形制、銘文相同的■簋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４８）現藏私人手中。
據曹錦炎介紹，宗人簋乙器銘文“學”下有“若”字，甲器銘文漏鑄“若”字（《宗人簋銘文與西周
時期的燕禮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３１輯，第 １０６頁）。則此“師”之全名當爲“學若”。
陳絜：《■鼎銘文補釋及其相關問題》，載於朱鳳瀚主編：《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》，上海：上海
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，第 １９６—２０２ 頁；李晶：《〈爾雅·釋親〉王父王母考》，載於《歷史研究》
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，第 １７３—１８０頁。
“宗人”父輩的大宗之長①，其説甚是。宗人簋銘文記録了一個重要家族的
大宗之長在家中設宴款待另一大族的首腦，這樣的記録在西周金文中非常
少見。這次宴會對於兩個家族的關係無疑具有重要意義，而器主“宗人”作
爲這個家族的小宗，在宴會高潮時受大宗之命獻舞，應該也有特殊含義，因
此他纔會受到嘉賓“祭伯”和大宗“伯氏”的豐厚賞賜。
宗人鼎（《銘圖續》０２３１，圖 ２）器形爲柱足圓鼎，體型寬矮，下腹傾垂，
平折沿，方唇，頸部伸出一對高出口沿的附耳，外飾獸面紋分解而成的竊曲
紋，其下有弦紋一周。其外形與保利藝術博物館藏師酉鼎（《銘圖》０２４７５，
圖 ３）極爲相似，唯頸部紋飾有所不同。師酉鼎的年代，朱鳳瀚定於恭王
時②，李學勤定於孝王時③。此外與宗人鼎形態接近的還有上海博物館藏七
年趞曹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８３、《銘圖》０２４３３，圖 ４），唯七年趞曹鼎體型更爲寬
矮，頸部飾兩周弦紋。與七年趞曹鼎同爲一人所作的十五年趞曹鼎（《集
成》０２７８４、《銘圖》０２４３４）銘文中出現“龏（恭）王”，其作器年代應在懿王
時④，七年趞曹鼎當亦不出恭懿之世。因此宗人鼎的年代應在西周中期偏
晚的恭懿時期，與宗人簋年代接近，兩器銘文中的“宗人”應是同一人。宗
人鼎銘文曰：
　 　 唯王三月初吉丁亥，伯或父作凡姬 宫寶尊鼎。凡姬乃新（親）
于宗人曰：用爲汝帝（禘）賓器。宗人其用朝夕享事于 ; （嫡）宗室，肈
學前文人，秉德其井（型），用夙夜于帝（嫡）宗室。宗人其萬年子子孫
孫永寶用。
若將宗人鼎銘紀日“三月初吉丁亥”排在宗人簋銘紀日“正月初吉庚
寅”之後第 ５７天，正好位於“初吉”的範圍内⑤，可見兩“初吉”可相容於同
一年。因此鼎銘記事應該發生在簋銘記事之後不久。鼎銘中的“伯或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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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田秋棉：《宗人簋銘文補釋及西周依附民的管理問題》，作者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，此文
曾在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的“商周金文、青銅器與商周歷史”博士生論壇（２０１６ 年 １２
月 ２３—２５日，北京）上宣讀。
朱鳳瀚：《師酉鼎與師酉簋》，載於《中國歷史文物》２００４年第 １期，第 ４—１０頁。
李學勤：《師酉鼎曆日説》，載於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，
第 ３３９—３４０頁。
本文認爲西周金文中所謂“王號”均爲謚號。
本文採用月相“四分法”，“初吉”爲每月初一至初八。
　 　
圖 ２　 宗人鼎及其銘文
圖 ３　 師酉鼎 圖 ４　 七年趞曹鼎
應即簋銘的“伯氏”，“或父”爲其字①。“凡姬”應是“伯或父”的夫人②，出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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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“伯或父”之“或”字，其“戈”旁與下部横畫之間並無“ ”形，是否爲“或”字尚存疑問，本文姑且
寫作“或”。
本文初稿完成後，獲讀朱鳳瀚《宗人諸器考———兼及再論西周貴族家族作器制度》一文，該文初
稿發表於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８—２９日在河南鄭州舉辦的“商周青銅器和金文研究”學術研討會（北
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辦），修訂稿將刊載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
所編《青銅器與金文》第 ２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。朱先生認爲“凡姬”爲宗人之
母，即宗人簋銘文中的“釐姬”，因此宗人鼎銘文記事應早於宗人簋，宗人鼎銘文中“凡姬”尚在
世，而宗人簋銘文中“凡姬”已去世。然而宗人鼎銘文顯示其時宗人已繼任小宗宗子，享有獨立
祭祀權，那麽大宗宗子“伯或父”爲何不直接爲宗人作鼎或將鼎直接賞賜給他？卻要費盡周折
先爲宗人之母（小宗宗婦）作鼎，再由其母轉賜宗人？這於情於理都不好解釋。
姬姓凡氏家族的女子。凡氏與祭氏同爲“周公之胤”①，其地位可與祭氏比
肩。西周早中期之際有“凡公”，見於小臣宅簋（《集成》４２０１、《銘圖》
５２２５）、它簋蓋（《集成》０４３３０、《銘圖》０５３８４）銘文；西周晚期有“凡仲”，見
於元年師兑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２７４ ４２７５、《銘圖》０５３２４ ５３２５）、幾父壺（《集
成》０９７２１ ９７２２、《銘圖》１２４３８ １２４３９）銘文②。“伯或父作凡姬 宫寶尊
鼎”的“ 宫”應當是由凡姬主持的宗廟，“寶尊鼎”即放置在這座宗廟中
使用。“ ”字不識，當爲地名。穆、恭之際的尹姞鬲（《集成》００７５４ ７５５、
《銘圖》０３０３９ ３０４０）銘文曰“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”，是當時的王朝重臣
“穆公”爲其夫人“尹姞”在“繇林”這個地方建造了一座宗廟，與凡姬的
“ 宫”類似。西周時期男性貴族經常爲夫人製作祭器，讓她們祭祀夫家
的祖先，尤其是“姑公”（公婆）。但夫人擁有獨立宗廟的例子在西周金文中
並不多見。
“凡姬乃新（親）于宗人曰：用爲汝帝（禘）賓器”，“帝”應讀爲“禘”，指
禘祭。西周金文中禘祭之“禘”，大多寫作“啻”，這種祭禮通行於周王和貴
族階層，絶大多數例證是對亡父的祭祀。如剌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７６、《銘圖》
０２４２８）：“唯五月，王在衣（殷），辰在丁卯，王啻（禘），用牡于大室，啻（禘）
卲（昭）王。”鮮簋（《集成》１０１６６、《銘圖》０５１８８）：“唯王卅又四祀，唯五月既
朢戊午，王在■京，啻（禘）于卲（昭）王。”記載的都是穆王對其父昭王的禘
祭。大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１６５、《銘圖》０５１７０）銘文曰：“唯六月初吉丁巳，王在奠
（鄭），蔑大X ，賜芻■（騂）犅，曰：用啻（禘）于乃考。”記述周王賜給貴族
“大”紅色的公牛，用來禘祭他的先考。目前所見唯一的例外是小盂鼎（《集
成》０２８３９、《銘圖》０２５１６）“用牲，啻（禘）周王、武王、成王”，是康王對文王、
武王、成王三位先王合併舉行禘祭。總體看來，西周金文中的禘祭符合《春
秋》和《左傳》中對禘祭的記述，即喪禮結束後的吉祭。《春秋》閔公二年：
“夏五月乙酉，吉禘於莊公。”杜預注曰：“三年喪畢，致新死者之主於廟，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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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四年：“凡、蔣、邢、茅、胙、祭，周公之胤也。”參見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（影印清
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）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 ２００１年版，第 ６ 册，第 ２５５ 頁下欄。西周金文中
凡氏之“凡”字，過去多被釋爲“同”；唐蘭首先指出其字形實爲“凡”，見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
史徵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年版，第 ３１８、３２５頁。
參看韓巍：《西周金文世族研究》，第 ４２—４６頁。
之遠主當遷入祧，因是大祭以審昭穆，謂之禘。”①《春秋》文公二年：“（二
月）丁丑，作僖公主。……八月丁卯，大事於大廟，躋僖公。”杜注：“大事，禘
也。”孔穎達《正義》：“禘祭之禮，審諦昭穆，諸廟已毁未毁之主，皆於太祖廟
中以昭穆爲次序。……祭畢則復其廟。”②從《左傳》記載的事例看來，禘祭
多舉行於新君繼位後的最初幾年，在舊君的喪期結束之時，爲其製作神主
並送入宗廟而行禘祭，同時在太祖廟中合祭歷代先祖，審定昭穆之序③。
“禘賓器”，是説這件器物除用於禘祭外，還兼用爲饗賓之器。《左傳》襄公
十年：“魯有禘樂，賓、祭用之。”④可見魯之禘樂在祭祀和宴饗賓客時均可使
用。西周中期後段的虘鐘（《集成》０００８８ ８９、《銘圖》１５２６９ １５２７０）銘文
曰：“虘作寶鐘，用追孝于己伯，用享大宗，用樂好賓。”可見周代樂器兼有祭
祀和宴樂兩重功能。這種情況在鼎、簋等食器上也應存在。
“宗人其用朝夕享事于 Y （嫡）宗室”，“Y ”下文寫作“帝”，皆讀爲
“嫡”。以往西周金文中所見有“帝考”，見於師眉鼎（舊名“愙鼎”，《集成》
０２７０５、《銘圖》０２３１５）、仲師父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４３ ２７４４、《銘圖》０２３７４
２３７５）；“啻考”，見於□叔買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１２９、《銘圖》０５１３４）；“■考”，見於
章叔將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０３８、《銘圖》０５００７）；均應讀爲“嫡考”。日本學者島邦
男曾指出，殷墟卜辭中商王有“附帝號于父名而稱之”的現象；他認爲這與
西周金文稱“帝考”、“啻考”性質相同，“帝”是對父親的尊稱⑤。裘錫圭進
而指出，“帝”、“啻”與嫡庶之“嫡”相通，稱父爲“帝”跟區分嫡庶的觀念有
聯繫，卜辭中僅稱直系先王爲“帝”⑥。儘管近年新出材料證明，殷卜辭中的
“帝”不僅用來稱時王之父，也用來稱時王之祖及時王本人⑦。但不能否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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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⑥
⑦
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第 ６册，第 １８９頁上欄。
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第 ６册，第 ３００頁下欄—３０１頁上欄。
關於先秦禘祭，文獻記載頗多分歧矛盾，歷代學者也争議不絶。劉雨：《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》
（載於《金文論集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，第 ２７—３０ 頁）、曹瑋：《西周時期的禘祭與
祫祭》（載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：《考古學研究（六）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，第
４０４—４１５頁）等文曾論及西周金文所見禘祭，但仍有可發之覆。我們擬另外撰文專門討論，此
處不贅述。
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第 ６册，第 ５３９頁下欄。
島邦男著，濮茅左、顧偉良譯：《殷墟卜辭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，第 ３３６—３４３頁。
裘錫圭：《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》，載於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
五卷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，第 １２２—１２５頁。
裘錫圭：《“花東子卜辭”和“子組卜辭”中指稱武丁的“丁”可能應該讀爲“帝”》，載於《裘錫圭
學術文集》第一卷，第 ５１６—５２２頁。
“帝”用來稱父的情況仍然佔大多數。西周金文中至今僅見“嫡考”，未見有
用“嫡”來修飾“祖”的例子。“嫡”有血緣最近的含義，稱亡父爲“嫡考”，也
就是表示他是和自己血緣最近的祖先。首陽齋藏晉伯卣（《銘圖》１３２７９，圖
五）銘文曰：“晉伯作厥啻（嫡）宗寶彝。”我曾指出“晉伯”是晉武侯寧族尚
未正式繼承晉侯之位時的自稱，“啻（嫡）宗”即“嫡考之宗”，是晉武侯祭祀
已亡故的先君晉侯燮父的宗廟①。現在看來，晉伯卣正是晉武侯爲禘祭其
亡父而作的祭器；當時他仍稱“晉伯”，恰好説明先君去世未久，他尚未受周
天子册封爲“晉侯”。同理，宗人鼎銘的“嫡宗室”應是宗人亡父的宗廟，該
鼎正是爲禘祭其亡父而作的“禘賓器”，放置於“嫡宗室”内使用。
　
圖 ５　 晉伯卣及其銘文（器銘）
“肈學前文人，秉德其井（型）”，“前文人”是西周金文中對先祖考的美
稱，出現於中期偏晚階段，此句是宗人表示要效法先祖考的德行，以之爲典
範。“肇”字在這裏尤其值得注意。朱鳳瀚曾指出，周代金文中的“肇”字有
“初始”之義，凡作器銘文稱“肇作”者，一般都是貴族繼承宗子之位後初次
製作祭器；西周中期開始出現“肇帥井（型）”先祖考句式，如禹鼎（《集成》
０２８３３、《銘圖》０２４９８）“余小子肇帥型先文祖共明德”等，也應是器主人初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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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韓巍：《讀〈首陽吉金〉瑣記六則》，載於朱鳳瀚主編：《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》，第 ２１１—２１４頁。
繼先祖考之宗法與政治地位時所言①。宗人鼎銘的“肈學前文人，秉德其井
（型）”，與禹鼎等器的“肇帥型”先祖考之德含義相同。聯繫前文所論“禘
賓器”、“嫡宗室”，可以肯定宗人之父此時去世未久，宗人剛剛繼承本分支
族長之位。
宗人鼎銘文開頭説伯或父爲夫人凡姬製作在“ 宫”使用的寶鼎，凡
姬卻將此鼎轉賜予宗人，讓他用作禘祭亡父的祭器。從銘文下文看來，最
終實際擁有和使用這件鼎的是宗人，而非伯或父或凡姬。伯或父大概只是
此鼎名義上的“製作者”，負責提供鑄鼎所需工料和費用。凡姬作爲此鼎最
初的“所有者”，將其“所有權”和“使用權”轉賜給宗人，其中也包括撰寫銘
文的權力。實際主持銘文撰寫和器物鑄造的很可能是宗人，故此鼎應名爲
“宗人鼎”，而非《銘圖續》所定的“伯或父鼎”。
凡姬對宗人的特殊恩寵，顯示出他們之間存在密切的私人關係。宗人
簋銘的“文母釐姬”，不無出身於凡氏的可能。宗人簋銘中的嘉賓“祭伯”是
與凡氏同爲“周公之胤”的祭氏宗子，伯或父在宗人之父去世不久、宗人初
任小宗族長時宴請祭伯，並命宗人在宴會上獻舞，當有其特殊用意。祭伯
賞賜給宗人的“祼”，可能正是用於禘祭開始時“祼（灌）禮”儀式的鬱鬯和
酒器②。宗人的獻舞，可能也與禘祭所用樂舞有關。伯或父選擇在宗人爲
其亡父舉行禘祭之前宴請祭伯，並命宗人獻舞，意在藉此鞏固本族與祭氏
的關係，並借祭伯之力以支持宗人的小宗族長之位。他在宴會結束後又賞
賜給宗人干戈、臣僕，進一步表示對宗人的支持。由此看來，宗人這一支與
祭氏可能有通婚關係，宗人之母“釐姬”也有可能是出身祭氏的女子。凡氏
與祭氏同爲周公之後，雖然此時分宗立氏已久，但仍有同宗之誼，政治上可
能有密切關係。即使宗人之母“釐姬”出身於祭氏，他與大宗宗婦凡姬之間
仍有“親上加親”的關係。凡姬對這位初繼族長之位的晚輩特别關照，利用
大宗的財力助其製作禘祭之祭器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叔安父簋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４０，圖 ６）爲直口（子母口）圈三足簋，腹壁較直，
下腹略傾垂；口沿下兩側有獸首銜環耳，圈足下接三個圓柱狀小足，足上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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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朱鳳瀚：《論周金文中“肇”字的字義》，載於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２０００ 年第
２期，第 １８—２５頁。
《論語·八佾》：“子曰：‘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’”何晏《集解》：“孔曰：……灌者，酌
鬱鬯灌於太祖，以降神也。既灌之後，列尊卑，序昭穆。”（阮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第 ８ 册，第 ２７
頁下欄）“灌”通“祼”，是以圭瓚酌郁鬯以灌地，禘祭正式開始之前要先行“祼禮”以降神。
飾有獸首；蓋面隆起，蓋頂有圈狀捉手，蓋緣有突出的折棱，折棱以下微微
内收；蓋頂邊緣和口沿下飾有獸面紋分解而成的竊曲紋，其下有弦紋一周，
腹部、蓋面中部和折棱以下爲素面，圈足飾斜三角雲紋。這種類型的銅簋
過去在傳世器中不多見，有仲競簋（《集成》０３７８３、《銘圖》０４６７９）和大作大
仲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１６５、《銘圖》０５１７０）。但近年出土及流散青銅器中卻發現
不少，如陝西耀縣丁家溝出土的殷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３０５ ５３０６）、保利博物館藏
爯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２３３）、私人收藏的呂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２５７）、叔侯父簋（《銘圖》
０４８４６）、伯申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１００）、伯句簋（《銘圖》０４９８９、《銘圖續》０４１０）等。
除爯簋的雙耳爲半環形耳外，其餘諸器的造型非常接近，均爲獸首銜環耳，
圈足下接三或四個圓柱狀小足，腹部皆爲素面，蓋面邊緣和口沿下飾長尾
鳥紋或竊曲紋。我曾論證此類簋主要流行於恭懿時期①，叔安父簋也應在
這個階段。其銘文曰：
　 　 唯王三月初吉丁亥，叔安父作爲朕叔弟宗人寶簋②。宗人其朝夕
用享孝于; （嫡）宗室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。
　
圖 ６　 叔安父簋及其銘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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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韓巍：《由新出青銅器再論“恭王長年説”———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》，載於浙江大學
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編：《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》第 ２ 輯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
版，第 ２８６頁。
“叔安父”的“安”字，銘文原作“Z ”，下部從“火”，本文爲避免造字，直接寫作“安”。
銘文稱叔安父爲其“叔弟宗人”作寶簋，又有“宗人其朝夕用享孝于 Y
（嫡）宗室”之語，與宗人鼎銘文十分接近，而且其銘文紀日“三月初吉丁
亥”與宗人鼎紀日爲同一天，故兩器銘文中的“宗人”無疑是同一人。叔安
父稱宗人爲“叔弟”，這一稱謂以前未見於金文。宗人此時已是本分支族
長，其上應該不會有排行爲“叔”的嫡親兄長，故叔安父應是其從兄。前文
説過伯或父是大宗之宗子，宗人稱其爲“王（皇）父”，即伯父。由此看來，叔
安父最有可能是伯或父和凡姬之子①。在伯或父和凡姬賞賜宗人作鼎的同
一天，其子叔安父也爲宗人製作了一件用於禘祭的簋，恰好能與鼎配合使
用，這顯然不是巧合，而是有意的安排。從叔安父簋的作器銘辭看來，其最
終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宗人，但銘文明確説作器者爲叔安父。叔安父是否僅
是名義上的作器者，不得而知。這裏仍採取“器名從作者”的習慣，稱之爲
“叔安父簋”，同時也便於與宗人簋相區别。
孝簋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４１，圖 ７）器形、紋飾與叔安父簋極其相似，二器如同
出一範，作器年代應相去不遠。其銘文曰：
　 　 唯三月初吉甲寅，君安父在新宫，賜孝金五鈞。孝拜稽首，敢對揚
王（皇）君休，用作朕文考釐伯、釐姬寶簋，其萬年永寶用。
　
圖 ７　 孝簋及其銘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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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前引朱鳳瀚《宗人諸器考》一文也指出叔安父是伯或父之子，但他認爲伯或父此時已去世，叔安
父已成爲大宗宗子；此簋銘文紀日與宗人鼎雖同爲“三月初吉丁亥”，但不在同一年。然而此簋
銘文中“朝夕用享孝于Y （嫡）宗室”之語和宗人鼎非常相似，二者同時之可能性極大。
《銘圖續》已指出，孝簋銘文的“君安父”即叔安父簋的“叔安父”，孝和
宗人均爲其弟。孝簋的銘文紀日“三月初吉甲寅”和叔安父簋、宗人鼎的
“三月初吉丁亥”不能相容於同一月，可見其銘文記事並非發生在同一年。
“叔安父”在孝簋銘文中改稱“君安父”，這一點值得注意。“君”在金文和
文獻中多用作對女主的尊稱，如金文中周王之后稱“天君”，《左傳》魯公之
夫人稱“君氏”、“小君”。但西周金文中的“君”也用作對男性君主或大宗
宗子的尊稱，如五年琱生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２９２、《銘圖》０５３４０）、六年琱生簋
（《集成》０４２９３、《銘圖》０５３４１）和琱生尊（《銘圖》１１８１６ １１８１７）銘文中，琱
生稱大宗召伯虎之父（召氏舊宗子）爲“君氏”，稱召伯虎爲“宗君”。孝簋
銘文稱叔安父爲“王（皇）君”，説明他此時已是大宗之宗子；而在宗人鼎和
叔安父簋製作之時，大宗宗子是伯或父，叔安父只是享有繼承權的世子。
孝簋銘文中的“新宫”應該是爲已故的伯或父“新作之宗廟”①，亦可佐證君
安父當時繼承宗子之位不久。孝簋銘文記事應發生在叔安父簋之後，因兩
器造型、紋飾十分接近，間隔的時間應該不會太久②。孝稱“朕文考釐伯、釐
姬”，“釐姬”應是“釐伯”的配偶、孝的亡母。周代女子（尤其是嫡妻）死後
的謚號一般跟從其夫，文獻與金文皆不乏證據；而金文作器銘辭往往將先
妣稱謂接於先考稱謂之後，省去“文妣”之類稱呼。孝之先母“釐姬”與宗人
的“文母釐姬”顯然是同一人，由此可知宗人與孝是親兄弟，宗人既爲小宗
族長，故孝應爲其弟。“釐伯”是宗人和孝的父親，此小宗分支的前一代宗
子，“伯”是其排行，可見他並非伯或父的親弟。也就是説，宗人這一支至遲
在其父“釐伯”之時已成爲獨立的小宗。該小宗從大宗分立而出的時間不
得而知，伯或父與“釐伯”可能是堂兄弟（同祖父），也有可能是血緣更遠的
從兄弟。
叔友簋著録有甲、乙二器（《銘圖續》０４３４ ４３５，圖 ８、圖 ９），器形、紋
飾、銘文皆相同，與叔安父簋、孝簋也十分相似。其銘文曰：
·１４１·新出“宗人”諸器所反映的西周宗族關係　
①
②
恭懿時期金文中常見“周新宫”，見於十五年趞曹鼎、師湯父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８０）、殷簋、師遽簋蓋
（《集成》０４２１４）、望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２７２）、虎簋蓋（《銘圖》０５３９９ ５４００）、士山盤（《銘圖》１４５３６）
等器銘文，應是恭王爲穆王或懿王爲恭王新建造之宗廟。
據張培瑜《中國先秦史曆表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 １９８７年版，第 ５２頁），若將宗人簋、宗人鼎和叔安
父簋定於公元前 ８９８年（三月壬午朔，丁亥爲初六；正月癸未朔，庚寅爲初八），則孝簋置於公元
前 ８９３年（三月癸丑朔，甲寅爲初二）或前 ８９２年（三月丁未朔，甲寅爲初八）均可。
　 　 唯正月初吉丁亥，叔友追孝于剌（烈）考釐伯、釐姬①，作旂姜幾母
寶媵簋，其萬年永寶用。
　
圖 ８　 叔友簋甲及其銘文
　
圖 ９　 叔友簋乙及其銘文
從“剌（烈）考釐伯、釐姬”的稱謂看來，叔友與孝應該是同一人。“孝”
爲其名，“叔”是其排行，“友”爲其字。周代文獻及金文常“孝友”連言，名
“孝”字“友”，體現了名與字意義上的關聯。叔友簋銘文紀日“正月初吉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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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叔友”的“友”字，銘文原作“■”，下部從“甘”，西周金文中“朋友”之“友”多作此形，本文爲避
免造字徑寫作“友”。
亥”可排在宗人簋“正月初吉庚寅”之前三天，説明此器的製作可能還在宗
人簋銘記事發生之前。銘文稱“作旂姜幾母寶媵簋”，可見是叔友爲其女
“旂姜幾母”所作的陪嫁媵器。按照媵器銘文女性稱謂的通例，叔友和宗
人、伯或父的家族應爲姜姓，故常與姬姓通婚。“幾母”爲女子之字，按照周
代女子稱字的慣例，“幾母”所嫁的丈夫應該字“幾父”。“旂”爲“幾母”所
嫁入的家族之氏，新見私藏銅器有旂伯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１４７ ５１４８），年代在西
周中期偏早，器主“旂伯”即此旂氏之宗子。傳世銅器銘文有旂姬鬲（《集
成》００５３２、《銘圖》０２７１６），曰“旂姬作寶鬲”；“旂姬”可能是出身旂氏的女
子，故旂氏或許是姬姓世族，與姜姓的叔友家族通婚十分自然。
以上我們對宗人簋、宗人鼎、叔安父簋、孝簋、叔友簋五器銘文做了梳
理。從銘文紀日和記事看來，五器的先後順序應該是叔友簋、宗人簋、宗人
鼎、叔安父簋（與宗人鼎同日）、孝簋①。爲清晰起見，我們將銘文中出現的
人物關係圖示如下：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大宗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小宗伯或父 ＝ 凡姬





叔安父
　 　 　
釐伯 ＝ 釐姬（祭氏或凡氏之女

）


宗人 孝（叔友
 ）
旂姜幾母 ＝
 旂幾父
由“宗人”諸器銘文，我們對該家族的内部結構以及相關的宗族制度可
歸納出以下幾點認識：
一、宗人所屬的家族是一個姜姓世族，其氏名爲何尚無材料可以證明。
伯或父及其子叔安父屬於該家族的大宗，“釐伯”及其子宗人和孝（叔友）屬
於該家族的小宗。宗人之父稱“伯”，且其分支擁有自己獨立的宗廟，説明
這一小宗很可能已從大宗别族而出，有自己的氏名②。到宗人這一代，此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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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前引朱鳳瀚《宗人諸器考》一文推定的先後順序是：宗人鼎、宗人簋、叔安父簋、孝簋。
過去我曾撰文提到，西周時期凡是從大宗分離而出的小宗旁支，如已獲得新的氏名，其宗子乃可
以個人排行爲稱，長子即稱“伯”；如未獲得新的氏名而仍沿用大宗之氏名，則多將本分支始祖
之排行置於大宗氏名之後組成“複合氏名”，其宗子世代以此爲稱，如“井叔氏”之宗子每一代均
稱“井叔”，“虢季氏”之宗子每一代均稱“虢季”等。參看韓巍：《重論西周單氏家族世系———兼
談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問題》，載於朱鳳瀚主編：《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》，第 １７５—１７９ 頁。宗
人之父稱“伯”，説明其家族已獲得獨立的新氏名。
宗從大宗别族而出已至少有兩代，但仍與大宗保持著嚴格的宗法關係。其
具體表現爲：１． 小宗臣屬於大宗，其族人稱大宗宗子爲“君”，在家族内部
的宴饗、賞賜等儀式中，二者也近似君臣關係，小宗宗子的繼任在某種程度
上需得到大宗宗子的認可；２． 大宗有庇護小宗的義務，爲小宗提供各種政
治、經濟上的支援，如伯或父在宗人新即位之時宴請祭伯並賞賜宗人，其夫
人和世子爲宗人製作祭器等，而這些庇護和支援同時也是大宗對小宗享有
支配權的體現；３． 小宗擁有獨立的宗廟和祭祀權，可以製作祭器，但大宗仍
在小宗宗子初繼位的關鍵時刻，通過爲小宗製作禘祭之祭器，以宣示對整
個家族祭祀活動的主導權①。
二、姻親關係對於世族之間以及世族内部的人際關係發揮着不可忽視
的作用。如大宗宗婦凡姬對宗人的特殊關照，可能是因爲自己的娘家與宗
人的外家關係密切。伯或父在宗人初繼任宗子時宴請祭伯，也可能是因爲
祭氏是宗人兄弟的外家或外家的親族。
三、世族内部享有繼承權的世子，在正式繼位之前已擁有一定的政治
和經濟地位，如叔安父在其父在世之時已能爲宗人製作祭器②。
四、小宗宗子的兄弟，如孝（叔友），也享有獨立製作祭器和媵器的權
力。但他所作祭器銘文只説“用作朕文考釐伯、釐姬寶簋”、“追孝于剌
（烈）考釐伯、釐姬”，没有像宗人所作器銘那樣出現“嫡宗室”等字眼。作
爲尚未别族而出的兄弟，孝没有自己獨立的宗廟，所作祭器應是放置於本
分支宗子的宗廟中使用。從這個意義上説，尚未形成獨立小宗的族人並没
有完整的祭祀祖先之權，其祭祀權是從屬於宗子的。
五、叔安父簋、叔友簋和孝簋的作器者不同，孝簋的製作時間與前兩器
還有數年的間隔，但它們的形制、紋飾乃至銘文書體卻高度相似，這説明它
們是由同一作坊在較短時段内鑄造③。當時的貴族家族可能存在“批量定
制”銅器的做法，同一家族的多位成員同時或先後向同一作坊定制一批銅
器，並刻意在形制、紋飾、銘文等方面追求一致。近年新見的 ; 簋（《銘圖》
０５３１５ ５３１８）和衛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３６８ ５３６９、《銘圖續》０４６２）也是這種兄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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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近年新見的一組“爯”器，包括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爯鼎（《銘圖續》０２２７）、兩件爯簋（《銘圖
續》０４４３ ０４４４）以及私人收藏的一件爯簋（《銘圖》０５２１３）和一件爯盨（《銘圖》５６６６），銘文相同，
記録遣氏大宗宗子遣伯爲其小宗“爯”製作“宗彝”，也是大宗爲小宗製作祭器的絶佳例證。
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嗣子擁有獨立祭祀本家族祖先的權力，祭祀權仍然由在位的宗子掌握。
由此我懷疑叔安父簋的實際製作者並非叔安父，而是宗人。
同時定制祭器的例證①。對於鑄銅作坊而言，承接這種“批量定制”的任務
也有利於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。孝簋的製作比其他幾件簋要晚幾年，但仍
然保持了高度一致，説明孝應該是向同一作坊定制此器，並特意要求採用
同樣的器形、紋飾。這説明宗人和孝的家族與這個銅器作坊之間存在長期
穩定的合作關係。認識到這一點，對於理解西周青銅器製造業的運作模式
及其與貴族家族的關係，頗具啟發意義。
從器形、紋飾、鏽色、銘文各方面看來，“宗人”諸器應非僞器。尤其是銘
文内容互相關聯，顯示出一個大家族内部錯綜複雜的關係，絶非作僞者所能
臆造。這組銅器過去未見流傳記録，近年突然出現在文物市場和私人藏家手
中，多半是墓葬遭盜掘而流散。由於出土情況不明，很多有關該家族的信息
（如該家族爲何氏、封地在何處等）已無從得知，這是極其令人痛惜的。過去
朱鳳瀚、裘錫圭等學者曾對西周貴族家族的内部結構以及大小宗之間的政
治、經濟關係等問題有較深入的研究②。近年來山西绛縣横水、翼城大河口
等西周家族墓地的考古發掘又爲這方面的研究增添了寶貴的新資料，新見
流散銅器銘文中也不乏同一家族族人作器的信息。相信隨着越來越多新
材料的面世，我們對西周家族形態和宗法制度將會有焕然一新的認識。
附記：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
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“鬱鬱周文———周代禮樂文明”學術研討會（２０１７年 １０
月 ２１—２２日，陝西扶風）以及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
究院聯合主辦的“商周青銅器和金文研究”學術研討會（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８—２９
日，河南鄭州），並且在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“出土文獻：語言、古史與
思想”學術研討會（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４日，香港）上由王嘉儀同學代爲宣讀。
（作者單位：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、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
研究協同創新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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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參看朱鳳瀚：《衛簋與伯; 諸器》，載於《南開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，第 １—７
頁。另外朱鳳瀚近年對西周貴族家族作器現象有詳細討論，見《金文所見西周貴族家族作器制
度》，載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青銅器與金文》第 １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
版，第 ２４—４５頁。
參看朱鳳瀚：《商周家族形態研究（增訂版）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，第 ２９１—３３７頁；裘錫
圭：《從幾件銅器銘文看周代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》，載於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五卷，第 ２０２—２０９頁。
